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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媒介接触如何影响学生社会情感能力？ 
符皓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100875） 

 

摘要：共青团中央 2022 年 11 月发布的《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

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96.8%
[1]
。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大众媒介已经成为影响青少年社

会化及各方面能力的重要因素，这一影响路径尚未获得足够关注。本研究基于情绪智力理论、社会学习理

论等，运用 PISA2022 中国港澳台学生的调查数据，采用文献分析、OLS 回归与 Shapley 值分解技术等，系

统探究互联网媒介接触如何影响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研究发现互联网媒介接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且学校互联网媒介基础的影响效应显著强于家庭层面，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学生与教育整体发

展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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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社会情绪学习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了以社会情感能力（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简称 SEC）为核心，包含沟通能力、

人际交往和自省能力等内容的“21 世纪技能（非认知技能）”计划，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

社会情绪学习项目。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相继掀起了社会情绪学习项目的实

施热潮，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良好成效。但已有的研究多局限于家庭背景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影

响，且多局限于单一维度分析，而当下信息技术不断更新迭代，整个社会都在飞速推进数字

化进程。信息技术迭代与数字化进程加速使互联网等大众媒介日益嵌入青少年成长的关键环

节，成为影响其社会化进程及多方面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可合理推断，互联网媒介接

触与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学龄期作为社会情感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关

键窗口期，其可塑性为教育干预提供了重要契机。然而，当前学界对互联网媒介接触如何作

用于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内在机制探讨仍显不足，相关实证研究较为稀缺。基于此，本研究

拟引入家校合作作为调节变量，系统考察互联网媒介接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作用路径，

以期为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家校协同育人策略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一、研究背景 

媒介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研究可追溯到 20世纪 20年代末，美国佩恩基金会围绕电影与

青少年的关系展开系统调查，开创了媒介效果研究的先河。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借助问卷调

查、实验等方法，考察电影对青少年信息获取、道德判断及行为模式的影响。1933 年出版

的《电影与儿童研究摘要》汇总了系列研究成果，首次以实证方式确认大众传媒对儿童身心

健康、情感态度及社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2]
。此后，随着电视媒介的普及，研究焦点逐渐转

移。1969 年，美国卫生局局长办公室发起“电视与社会行为”大型研究项目，其系列报告

揭示了青少年攻击性行为与收看电视暴力内容之间的正向关联
[3]
，进一步深化了媒介环境学

派的学术关切。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接触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阿尔巴尼亚学者

Bukurie Lila（2014）对本国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媒介在态度塑造和行为引导层面对青少年

的社会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4]
，印证了媒介形态演变与社会化机制之间的内在关联。 

长期以来，作为能够带来超量信息的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媒介，会给学生带来多方面的

影响结果。例如有研究通过针对性的调查发现，媒介的接触能够加强高中生的人际关系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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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与此同时也有负面结果，例如负面的社会互动以及社会孤立感
[5]
。但就如前面笔者所

说，在促进青少年整体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整个媒介互动传播的过程都起到了很重要的发

展影响。例如有学者验证了媒介接触对于儿童的道德发展与性别角色社会化都有着显著的影

响
[6]
，能够让人们对价值观念、社会规范、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看法

[7]
，并在长此以往的

过程当中逐步完成整个社会化进程，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理解与社会文化现象的思维方式。
[8]
 

步入 21 世纪，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已成为青少年接收信息，认识社会的载体、完

成社会化“第二场所”
[9]
。尤其对于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网络媒介已嵌入其日常生活肌理，

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化场域。电子游戏依托网络媒介构建的虚拟情境与即时互动机制，拓展

了青少年的社会经验获取渠道，塑造出新型社会化空间。在此背景下，媒介不再仅仅是信息

传递或情感流通的通道，更成为社会情感空间的建构者与形塑者。媒介环境的深刻变革正重

新定义情感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也为理解青少年情感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本研究采用OLS回归分析和Shapley值分解探究互联网媒介接触与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之

间的关系，有以下研究目的：一是探究互联网媒介接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在教育

数字化迅速发展的大社会背景之下，明确各种形式在内的互联网媒介接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

力各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二是在探究互联网媒介接触产生作用的机制时，将其分解为家庭

和学校两个不同的层面的数字资源分别进行探讨，有助于揭示家庭和学校不同环境下的互联

网媒介接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具体影响机制，同时也尝试探究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为

提升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水平，采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回顾 

（一）社会情感能力 

社会情感能力（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概念的提出与发展，与“社会情

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运动紧密相连。对其定义的探讨，经历

了一个从组织界定到多学科融合的深化过程。 

学术界公认的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定义来自美国“学术、社交和情感学习联合会”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CASEL）。该非营利

组织成立于 1994 年，重点聚焦于社会情感学习领域的实践研究与探索，并在此基础之上从

政策角度为教育发展提供支持，在后续的几十年中影响了整个教育领域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关

注与实践，例如 2005 年英国教育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DfES）

在中小学启动的社会情感方面的学习项目（Soci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learning，

SEAL），其将社会情感能力定义为“对儿童或成人的生活和学习起着支撑性作用的素质和技

能”
[10]

。CASEL将社会情感能力界定为：个体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获取并有效运用知识、

态度和技能，以识别和管理情绪、设定并实现积极目标、感受并表达对他人的共情、建立并

维持积极人际关系，以及做出负责任决策的能力
[11]

。这一定义强调了社会情感能力的“可习

得性”和“工具性”，将其视为一系列可培养的核心生活技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起的“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研究”（Stud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 SSES）则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出发，将其定义为“人在实现目标、

与他人合作及管理情绪过程中所具备的能力”
[12]

。OECD 的定义更倾向于将社会情感能力视

为一种跨情境的、相对稳定的个人特质，与“非认知能力”“人格特质”等概念存在交叉，

尤其与“大五人格”理论模型有着深厚的渊源。相较 CASEL 和 DfES，OECD 更致力于不同国

家之间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的比较研究，同时也注重了在当下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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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趋势，例如本研究使用的 PISA2022 调查中就有特定的关于数字

化资源使用的问卷。 

国内学者在引介西方概念的同时，也结合中国语境进行了本土化的阐释。例如王树涛等

基于 CASEL 理论对社会情感学习的相关概念进一步提出了多维度的分类与解释
[13]

，2011 年

中国教育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策划的“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提升国际合作项目”（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简称 SEL）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社会情感能力模型的六个维度：

自我认知、自我管理、他人认知、他人管理、集体认知、集体管理
[14]

。 

（二）互联网媒介 

自 1994 年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关于“什么是互联网媒介”“互联网是否构

成一种媒介”“如何界定网络媒体”等基础性问题，始终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正如有学者所

指出的：“何谓新媒体？这是新媒体研究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又是一个十分棘手，很难用

简明扼要、清晰准确的语言定义的概念。”
[15]

 

国内学界对互联网媒介的系统性界定始于 20世纪 90年代末期。雷跃捷、金梦玉、吴风

在《现代传播》2001年发表的《互联网媒体的概念、传播特性、现状及其发展前景》一文，

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该文首次对互联网媒体的概念做出了较为完整的界定：“所谓‘互

联网媒体’，就是借助国际互联网这个信息传播平台，以电脑、电视机以及移动电话等为终

端，以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来传播新闻信息的一种数字化、多媒体的传播媒介。”
[16]

这一界定明确了互联网媒介的技术基础，强调了终端的多样性以及突出了其数字化与多媒体

的核心特征。而 2015 年前后，以喻国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从媒介本体论的高度重新审

视互联网，提出了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理论框架，其核心论断是互联网是一种高维的媒介。

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互联网与传统媒介之间的差异并非程度上的，而是维度上的。传统媒

介是“低维”的，其运作逻辑是线性的、层级化的、可控的；而互联网媒介则是“高维”的，

其运作逻辑是非线性的、网络化的、不可完全预测的。
[17] 

综合现有研究，本文认为互联网媒介接触是指个体通过各类终端设备接入互联网，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信息获取、娱乐消遣、社会交往、内容创造等多元化活动的总和。这一定义包

含两个核心要素：一是物质基础维度，即接入互联网的设备和网络条件。有研究表明，家庭

互联网接入可以显著预测学生的认知能力，家庭互联网接入可以解释城乡学生认知差距的

57%，而影响主要来自两者在互联网使用回报率上的差异
[18]

，这种“数字鸿沟”对教育结果

差异具有重要影响。二是行为活动维度，即个体在互联网上从事的具体活动类型。社交类应

用（QQ、微信）和短视频类应用（抖音、快手）的使用普及率在当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

平，娱乐休闲是其主要使用目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2 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以下简称 PISA）调查数据。PISA项目始于 2000年，

每三年实施一轮，旨在对各国（地区）15 岁学生的阅读、数学与科学素养进行跨国比较评

估。PISA 2022为该项目的第八轮测评，在延续对三大核心素养综合考察的同时，每轮聚焦

其中某一领域进行深度评估。参与测试的各国（地区）依据学校地理位置、办学属性等结构

性因素，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式选取约 150所学校，每所学校随机抽取 42名 15岁学生参与

调查，多数参与国（地区）的样本量介于 4000至 8000人之间，通过样本加权处理后可反映



                                     http://www.sinoss.net 

 - 4 - 

15岁在校学生的总体状况。 

相较于以往轮次，PISA 2022在测评内容与评估维度上进行了多项拓展：一是增设对学

生创造性思维与算法思维能力的评估；二是系统考查新冠疫情对全球教育体系的实际影响；

三是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在教与学过程中的融合应用；四是引入“快乐生活指数盘”（Happy 

Life Dashboard），从全人教育视角综合评估学生认知、社会性与情感性的全面发展，以衡

量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均衡水平；五是对 PISA 项目二十年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并展望全球教

育的未来走向。 

本研究选用 PISA 2022 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学生数据（中国大陆未参与本轮调查），聚焦

于学生互联网媒介接触、社会情感能力与家校互动等核心变量，在剔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

样本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为 8467人。 

（二）研究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结合现有研究采用 OECD包括任务表现（TAS）、

情绪调节（EMO）、协作能力（COL）、交往能力（ENG）、开放能力（OPE）五个维度的分类

进行因变量的设置。通过选取能够较为对应五个维度的题组，经过计算后的平均值作为五个

维度的得分情况，最后将五个维度加总取平均值，得到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综合能力指标

（SSES）。 

2.自变量 

本研究主要关注学生的互联网媒介接触对其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包括家庭互联网媒介

接触和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此二者为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 

家庭互联网媒介接触采用学生家庭拥有互联网相关设备资源作为衡量指标，这一变量来

自问卷题组 ST253-ST254共 7个题项，家庭互联网媒介接触这一变量通过加总后取平均值得

到。 

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采用学校拥有互联网相关设备资源作为衡量指标，这一变量来自问

卷题组 IC172题组共 9个题项，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这一变量通过加总后取平均值得到。 

最后整体的互联网媒介接触变量 INTA由以上二者加总后取平均值得到。 

3.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从学生个体、家庭及学校三个层面选择合适的控制变量。学生层面包括学生的

性别（gender）及 PISA 问卷衍生出来的年级队列 Student International Grade (Derived)）

作为控制变量；家庭层面选择家庭经济社会地位（Index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及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 Highest level of education of parents (ISCED)作为控

制变量；在学校层面选择学校质量 School quality (WLE)作为控制变量。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共纳入 8467 名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样本覆盖初中和高中两个学段。其中，男

生 4269 人（占 50.42%），女生 4198人（占 49.58%），性别比例基本均衡。从年级分布来

看，初中组 2721人（占 32.14%），高中组 5746 人（占 67.86%）。所有研究变量均无缺失

值，数据质量良好，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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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呈现了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均值来看，开放能力（NOPE）

得分最高（M=26.78，SD=3.40），任务表现（NTAS）次之（M=20.69，SD=2.61），情绪调节

（NEMO）得分相对较低（M=15.88，SD=2.73）。社会情感能力总指标（SSES）的均值为 3.09，

标准差为 0.20，表明样本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个体差异相对较

小。 

从分布形态来看，各因变量的偏度系数绝对值均小于 0.5，峰度系数均在合理范围内，

表明数据分布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假设，满足参数统计分析的前提条件。情绪调节（NEMO）的

偏度为-0.16，呈轻微左偏分布，说明大多数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较好（得分较低）。 

表 1  因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

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分位

数 
中位数 

75%分位

数 
最大值 偏度 峰度 

NTAS 8467 20.6943 2.6122 7.0000 19.0833 20.7500 22.3500 29.4167 -0.2521 0.8165 

NEMO 8467 15.8786 2.7277 5.0000 14.0774 16.0000 17.6667 25.0000 -0.1608 0.2191 

NCOL 8467 14.2781 1.8455 5.0000 13.0000 14.3333 15.5000 20.0000 -0.2652 0.7037 

NENG 8467 15.3784 1.6430 6.5000 14.5000 15.5000 16.4000 23.6667 -0.1256 2.7001 

NOPE 8467 26.7771 3.3963 11.4000 24.6667 26.8500 28.9000 38.0667 -0.1640 0.4331 

SSES 8467 3.0870 0.1984 1.9803 2.9592 3.0884 3.2113 4.0154 -0.0731 0.9872 

表 2呈现了互联网媒介接触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NSCI）的

均值为 24.42（SD=4.83），高于家庭互联网媒介接触（NFAI）的均值 19.71（SD=2.99），

表明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接触互联网媒介的频率和程度普遍高于家庭环境。这可能与当前教育

信息化政策的推进、学校信息技术课程的普及以及在线学习平台的广泛应用有关。 

互联网媒介接触总指标（INTA）的均值为 2.76（SD=0.34），取值范围为 1.14至 4.64。

从分布形态来看，NFAI呈正偏态分布（偏度=0.42），而 NSCI呈负偏态分布（偏度=-0.76），

表明不同学生群体在互联网媒介接触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 2  自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分

位数 
中位数 

75%分

位数 
最大值 偏度 峰度 

NFAI 8467 
19.708

7 
2.9932 8.0000 

18.000

0 

20.000

0 

21.000

0 

38.000

0 
0.4188 2.5934 

NSCI 8467 
24.416

0 
4.8256 9.0000 

22.000

0 

26.000

0 

27.000

0 

36.000

0 

-0.755

7 
1.9802 

INTA 8467 2.7642 0.3438 1.1429 2.5714 2.7857 2.9603 4.6429 
-0.214

9 
1.4889 

表 3 呈现了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性别（XB）的均值为 0.50，表明样本中男女

比例基本均衡。年级队列（Grade1）的均值为 0.68，说明高中组学生占样本总数的 67.86%，

这与我国高中教育普及率的提升趋势相一致。 

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PAEDU）的均值为 5.68（SD=2.16），中位数为 5，表明样本学生

家庭的文化资本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escs_new）的均值为-0.45（SD=0.94），

为标准化后的变量，负均值表明样本整体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学校质量（SCQ）的均值为

-0.13（SD=0.82），同样为标准化变量，表明样本学校的整体质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表 3  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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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样本

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分位

数 
中位数 

75%分

位数 
最大值 偏度 峰度 

XB 8467 0.5042 0.5000 0.0000 0.0000 1.0000 1.0000 1.0000 -0.0168 -1.9997 

Grade1 8467 0.6786 0.4670 0.0000 0.0000 1.0000 1.0000 1.0000 -0.7650 -1.4147 

PAEDU 8467 5.6806 2.1632 1.0000 5.0000 5.0000 8.0000 10.0000 0.2384 -0.8076 

escs_new 8467 -0.4470 0.9443 -6.0153 -1.1204 -0.5061 0.2722 4.1694 -0.0225 -0.3379 

SCQ 8467 -0.1346 0.8166 -3.5025 -0.6598 -0.2402 0.1610 2.0484 0.8476 0.9669 

（二）线性回归 

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互联网媒

介接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构建两个递进的回归模型：模型 1仅纳入控

制变量，作为基准模型；模型 2在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互联网媒介接触总指标（INTA），检

验互联网媒介接触的主效应。回归模型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使用稳健

标准去处理潜在的异方差问题。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的显著性水平设定为α=0.05，双尾检

验。 

表 4  社会情感能力影响因素的 OLS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系

数 

模型 1标

准误 

模型 1p

值 

模型 2系

数 

模型 2标准

误 
模型 2p值 

const 3.1693 0.0123 
0.000

0 
   

XB -0.0088 0.0043 
0.039

9 
   

Grade1 0.0028 0.0046 
0.542

8 
   

PAEDU -0.0111 0.0018 
0.000

0 
   

escs_new 0.0314 0.0040 
0.000

0 
   

SCQ 0.0198 0.0026 
0.000

0 
   

INTA    0.0502 0.0067 0.0000 

R² 0.0148   0.0214   

调整 R² 0.0142   0.0207   

F 统计量 25.4710   30.8386   

1.基准模型 

表 4呈现了仅纳入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模型的 R²为 0.015，调整 R²为 0.014，

F统计量为 25.47（p<0.001），表明模型整体具有统计学意义，但解释力相对有限。 

在控制变量中，性别（XB）对社会情感能力总指标（SSES）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

=-0.009，p<0.05），表明男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整体水平略低于女生。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

（PAEDU）对 SSES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11，p<0.001），这一发现与预期相反，可

能需要进一步考察其背后的机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escs_new）对 SSES 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β=0.031，p<0.001），表明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其社会情感能力水平相对较

高。学校质量（SCQ）对 SSES 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20，p<0.001），表明学校教

育资源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年级队列（Grade1）对 SSES 的影响不显著

（β=0.003，p=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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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联网媒介接触的主效应 

表 4呈现了在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互联网媒介接触总指标（INTA）的回归结果。模型的

R²为 0.021，调整 R²为 0.021，相比模型 1增加了 0.006，表明 INTA的纳入显著提升了模型

的解释力。F统计量为 30.84（p<0.001），模型整体具有统计学意义。 

互联网媒介接触总指标（INTA）对社会情感能力总指标（SSES）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0.050，p<0.001），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年级、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质量等因素后，互联

网媒介接触水平较高的学生，其社会情感能力整体水平也相对较高。这一结果支持了数字素

养理论的观点，即适度的互联网使用可以促进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 

从效应量来看，INTA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0.34），SSES平均增加 0.017个单位（0.050

×0.34），相当于 SSES 标准差的 8.5%。虽然这一效应量相对较小，但考虑到社会情感能力

的稳定性特征，这一影响仍具有实际意义。 

在控制变量方面，各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与模型 1 基本一致。性别（β=-0.008，

p<0.05）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β=-0.009，p<0.00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β=0.021，p<0.001）

和学校质量（β=0.018，p<0.001）对 SSES的影响仍然显著。 

3.Shapley值分解 

在前述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本报告进一步采用 Shapley值分解法，对家庭互联网媒介接

触（NFAI）和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NSCI）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总指标（SSES）变异的贡献

度进行精确估算。 

表 5 呈现了各模型的 R²结果。仅包含控制变量（性别、年级、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学校质量）的基础模型解释了 SSES变异的 1.48%（R²=0.014829）。 

在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家庭互联网媒介接触（NFAI）后，模型 R²为 0.014851，相比基

础模型仅增加了 0.000022。这一结果表明，单独考虑家庭互联网媒介接触时，其对 SSES变

异的解释贡献非常有限。 

在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NSCI）后，模型 R²为 0.025021，相比基

础模型增加了 0.010192。这一结果表明，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对 SSES变异的解释贡献远大

于家庭互联网媒介接触。同时加入 NFAI 和 NSCI后，模型 R²为 0.025034，相比基础模型增

加了 0.010205。这一增量略小于 NSCI单独贡献（0.010192）与 NFAI单独贡献（0.000022）

之和，表明两个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负向交互效应。 

表 5  各模型 R²及增量 

模型 R² R²增量 

基础模型（仅控制变量） 0.014829 - 

控制变量 + NFAI 0.014851 0.000022 

控制变量 + NSCI 0.025021 0.010192 

控制变量 + NFAI + NSCI 0.025034 0.010205 

表 6呈现了 Shapley值分解的最终结果。家庭互联网媒介接触（NFAI）的 Shapley值为

0.000018，占 R²总增量（0.010205）的 0.17%；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NSCI）的 Shapley

值为 0.010187，占 R²总增量的 99.83%。 

这一结果清晰地表明，在解释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变异方面，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的作用

远超过家庭互联网媒介接触。NSCI的贡献度是 NFAI的约 566倍，说明学校环境中的互联网

使用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 

Shapley 值的总和为 0.010205，与实际 R²增量完全一致，验证了 Shapley 值分解的数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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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这一总和占 SSES 总变异的比例约为 1.02%，表明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质量

等因素后，互联网媒介接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独立解释力相对有限，但仍具有统计学意

义和实际价值。 

表 6  Shapley值分解结果 

因素 Shapley值 贡献比例 

NFAI 0.000018 0.17% 

NSCI 0.010187 99.83% 

合计 0.010205 100.00%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互联网媒介接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表明，互联网媒介接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

作用。在控制性别、年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及学校质量等变量后，互联

网媒介接触总指标（INTA）对社会情感能力总指标（SSES）的回归系数为 0.050（p<0.001），

即互联网媒介接触水平较高的学生，其社会情感能力整体水平亦相对较高。该结果验证了本

研究的核心假设，与既有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 

从社会情感能力的维度结构来看，互联网媒介接触与任务表现（NTAS，β=0.087）、协

作能力（NCOL，β=0.114）及开放能力（NOPE，β=0.135）均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情绪调节

（NEMO）呈显著负相关（r=-0.052）。需指出的是，负向情绪调节能力维度得分越低表示情

绪调节能力越强，因而该负相关关系恰恰表明互联网媒介接触水平较高的学生具备更优的情

绪调节能力。换言之，适度的互联网使用不仅未对学生情绪管理能力造成损害，反而可能通

过提供多元化的情绪表达渠道与情感支持资源，促进学生对自身情绪的识别、理解与调控。 

上述发现可从社会学习理论视角加以阐释：在互联网环境中，学生通过观察网络榜样行

为、参与在线协作互动、接触多元文化内容，习得社会规范、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具体而

言，在线学习平台与社交软件使学生得以突破时空限制进行团队协作，这为协作能力的提升

提供了技术支持；互联网+多元信息环境拓展了学生的认知边界，培养了其对新鲜事物的接

受能力与探索精神，这构成了开放能力发展的认知基础；而数字化学习资源与工具则有助于

学生更高效地组织与完成任务，从而在任务表现维度产生积极影响。这些结果印证了社会学

习理论在数字时代的解释力，也与既有研究关于互联网使用对青少年社会化进程具有积极作

用的结论相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交往能力（NENG）与互联网媒介接触总指标的相关性

不显著（r=0.008），这一发现值得深入探讨。可能的原因在于：交往能力主要体现为个体

在学校环境中与同学、朋友面对面交往互动的能力，而互联网媒介接触更多涉及线上社交行

为。尽管线上社交可部分补偿或补充线下社交，但二者并非等同。这一结果提示，互联网媒

介接触对学生面对面交往能力的影响可能较为间接，需经由线上社交经验向线下社交情境迁

移等中介机制方能发挥作用。 

2.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影响效应显著强于家庭层面 

本研究的一项重要创新在于将互联网媒介接触区分为家庭层面与学校层面，分别考查二

者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Shapley值分解结果显示，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NSCI）对社会

情感能力总指标（SSES）变异的相对贡献率为 99.83%，而家庭互联网媒介接触（NFAI）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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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仅为 0.17%。二者悬殊的差异蕴含着重要的理论意涵与实践启示。 

从理论层面而言，这一发现为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提供

了实证支持，印证了学校作为学龄期儿童社会化核心场域，其微系统的影响力显著超越家庭

微系统。在学校情境中，互联网媒介接触通常与学习任务、课程活动及同伴协作等教育目标

深度融合，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借助数字资源开展探究学习、完成项目任务、参与在线讨论，

这种结构化、目标导向的互联网使用模式更有利于社会情感能力的培育。相较之下，家庭环

境中的互联网使用更多以娱乐休闲为取向，缺乏明确的教育目标与成人引导，其在促进社会

情感能力发展方面的效能相对有限。 

实证数据进一步佐证了上述差异。样本统计显示，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NSCI）均值为

24.42，高于家庭互联网媒介接触（NFAI）的均值 19.71，表明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接触互联

网的频率与程度普遍高于家庭。这一格局与近年来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持续推进密切相关：随

着学校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在线学习平台与数字化教学资源得到广泛应用，学校已

成为学生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核心场域。相关分析也证实，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与社会情感

能力各维度的相关强度普遍高于家庭层面——NSCI与 SSES的相关系数为 0.112（p<0.001），

而 NFAI与 SSES的相关系数仅为 0.037（p<0.001），该差异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依然显著。 

上述发现对教育公平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家庭数字鸿沟对学生发展的

影响，认为家庭互联网接入条件与数字设备可及性的差异将加剧教育不平等。然而，本研究

的发现提示了学校互联网资源配置可能存在的补偿效应：即使部分学生家庭数字资源相对有

限，只要学校能够提供充足且高质量的互联网媒介接触机会，学生依然可从中获益，发展良

好的社会情感能力。这一结论为教育信息化政策提供了实证支持——应着力保障学校数字资

源的均衡配置，以弥补家庭层面存在的数字鸿沟。 

（二）研究建议 

1.家庭层面 

尽管 Shapley值分解结果显示，家庭互联网媒介接触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贡献率仅为

0.17%，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因素无足轻重，而是提示家庭层面的数字资源亟须实现从“物

理接入”向“教育性使用”的范式转型。 

首先，家长应超越简单的“时间管控”思维，转向“内容引导”与“共同参与”的数字

养育模式。家长应建立“支架式”数字养育策略：在提供互联网接入的同时，通过共同浏览、

讨论在线内容、参与数字创作活动等方式，将互联网使用转化为亲子互动与情感交流的契机。

具体而言，家长可定期与孩子共同使用教育类应用程序、参与在线协作项目，或利用视频通

话扩展家庭社交网络，从而将互联网使用与情绪智力培养有机结合。 

其次，有研究表明，经济弱势家庭并非注定在数字时代处于劣势，关键在于使用方式的

优化。家长应优先引导孩子使用具有协作性、创造性与教育性的互联网应用，而非单纯的娱

乐消费。例如，利用免费的在线开放课程拓展学习资源，借助编程平台培养问题解决能力，

通过虚拟社区发展同伴关系。这种“深度使用”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硬件投入不足的

局限，实现数字红利的最大化。与此同时，家长应加强自身数字素养的提升，了解不同年龄

段孩子的数字使用特点与潜在风险，建立基于对话而非强制性的网络使用规则。已有研究表

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能够通过改善亲子关系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在数字时代，这种

积极教养应拓展至对孩子在线生活的关注、支持与适度监督。 

最后，针对不同性别与年级的发展差异，家庭应采取差异化的数字支持策略。对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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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应利用其在任务表现与开放能力上的优势，引导其参与在线学术竞赛、开源项目协作等

活动，同时通过情绪识别类应用程序或虚拟现实情境训练，弥补其情绪调节能力的相对不足。

对于女生，则应鼓励其发挥情绪调节优势，在在线协作中承担组织协调角色，同时借助数字

创作工具（如音乐制作、视觉设计软件）进一步激发开放能力与创造力。 

2.学校层面 

鉴于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对社会情感能力变异的贡献率高达 99.83%，学校应成为数字

时代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主阵地与战略支点。 

首先，学校需系统性地将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融入

数字素养课程，实现“技术学习”与“情感学习”的深度融合。 PISA 2022 数据显示，学

校互联网资源不仅涵盖硬件设备，更包括数字化教学平台、在线协作工具及虚拟学习社区。

学校应充分利用上述资源，设计基于项目的数字协作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协作能力（NCOL）、开放能力（NOPE）与负责任决策能

力。例如，通过跨校在线协作项目，学生可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伴共同完成任务，在实践中

习得社会意识与人际关系技能——这种体验式的社会情感学习相较于传统说教更具实效性。

教师应扮演“数字情感教练”的角色，在教授技术操作的同时，引导学生在在线协作中识别

情绪、管理冲突、建立共情，将社会学习理论中的观察学习机制与数字环境有机结合。 

其次，学校应构建分层分类的数字支持系统，回应多层次支持系统理论（Multi-Tiered 

System of Supports, MTSS）的要求。 针对互联网媒介接触与交往能力（NENG）相关性较

弱（r=0.008）的发现，学校应特别关注虚拟社交向现实社交转化存在困难的学生群体，提

供针对性的 Tier 2与 Tier 3干预。对于社交能力发展受阻的学生，学校可组织结构化的小

组在线活动，逐步引导其过渡至面对面互动；对于情绪调节能力较弱的学生（NEMO 得分较

高），可利用情绪识别软件、正念应用程序等数字工具进行辅助训练，同时结合面对面的心

理咨询。这种“数字—现实”混合干预模式既能发挥互联网的可及性与匿名性优势、降低求

助门槛，又能确保社会情感能力在真实情境中的迁移与应用。此外，鉴于初中生学校互联网

接触水平（M=24.70）高于高中生（M=24.28），初中阶段应成为数字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关

键期，通过信息技术课程与 SEL课程的整合，为学生奠定坚实的数字情感基础。 

再者，教师专业发展应聚焦“社会情感能力与数字技术融合”的能力建设。 研究表明，

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并能通过班级管理效能感、师

生关系等路径发挥间接作用。在数字时代，教师须具备双重素养：一是技术整合能力，能够

利用学习管理系统（LMS）、协作平台等工具创造支持性的数字学习环境；二是数字情境中

的社会情感支持能力，能够识别学生在线学习中的情绪状态、管理数字课堂的社会动态、有

效化解虚拟协作中的冲突。学校应建立教师学习共同体，分享数字 SEL教学案例，开展关于

网络欺凌预防、数字公民教育、在线协作评价等主题的专业培训。通过提升教师的数字社会

情感能力，学校能够将学校互联网媒介接触（NSCI）99.83%的贡献潜力充分转化为学生的实

际发展收益。 

最后，学校应建立数据驱动的数字使用监测与反馈机制。 借鉴 PISA等评估工具的理念，

学校可定期调查学生的互联网使用模式与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状况，识别高风险群体（如低家

校合作且高互联网依赖的学生），及时调整干预策略。同时，学校应营造开放包容的数字文

化，鼓励学生探索互联网的创新用法（如数字故事讲述、在线公益项目），将开放能力（OPE）

的培养与数字创造力相结合。针对研究发现学校互联网接触与情绪调节的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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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06，即正向情绪调节），学校可利用在线平台提供情绪支持资源，如心理健康应用

程序、同伴支持网络等，使数字环境成为情绪调节的辅助工具而非压力来源。 

3.政策层面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教育决策者应从战略高度重构教育数字化政策框架，将社会情感能

力发展纳入教育信息化的核心目标体系。 

首先，政策制定应超越“硬件铺设”的初级阶段，转向“数字素养与社会情感能力协同

发展”的深度阶段。 当前教育数字化战略多聚焦于设备普及与网络覆盖，但本研究表明，

单纯的物理接入（如家庭设备拥有量）对社会情感能力的贡献微乎其微（0.17%）。政策应

引导资源配置从“连接性”（Connectivity）向“能力性”（Capability）转型，支持开发

融合社会情感学习目标的数字教育资源，建立数字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标准与评估体系。例如，

在制定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时，明确将学生的协作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开放能力等纳入数

字教育成效评估指标，避免技术投入与育人目标脱节。 

再者，政策应重点关注数字鸿沟的社会情感维度，建立弱势群体的补偿性支持体系。 研

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互联网接触显著相关（r=0.30），但家庭设备拥有对社会情感

能力的贡献极低，这意味着弱势家庭子女可能面临“双重剥夺”：既缺乏数字接入条件，又

缺乏将数字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的使用能力。政策可考虑实施面向弱势群体的数字社会情感

能力支持项目，为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子女提供高质量的数字社会情感学习干预。例如，在

社区建立数字学习与社会情感发展中心，提供结构化的在线协作项目与情绪支持服务；为学

校购置高质量的数字社会情感学习课程与平台使用权限，确保所有学生无论家庭背景如何，

均能在学校获得高价值的数字社会情感学习机会；开展针对弱势家庭的数字养育支持项目，

提升家长的数字教育参与能力。通过这些措施，可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阶层因素对数字

红利获取的影响，促进教育公平。 

最后，考虑到本研究基于港澳台地区数据的局限性，政策推进应注重区域差异与本土化

适应。 港澳台地区的教育生态、数字基础设施与家庭文化具有特殊性，研究发现向内地推

广时需考虑制度与情境差异。建议开展面向内地更大范围、更具代表性的同类研究，验证互

联网媒介接触与社会情感能力的关系模式；在制定全国性政策时，允许地方根据城乡差异、

文化差异调整实施策略。例如，在数字家校合作建设中，城市地区可利用成熟的智慧教育平

台实现高频互动，农村地区则可依托“送教上门”与社区学习中心建立面对面的家校数字协

作机制。此外，政策应鼓励跨国比较研究，借鉴 PISA 等国际评估的经验，探索建立中国青

少年数字社会情感能力监测体系，追踪教育数字化进程中的学生发展轨迹，为政策动态调整

提供循证依据。 

综上所述，互联网媒介接触已成为塑造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关键变量，学校场域

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家校合作的质量调节着这一影响的实现程度。家庭、学校与政

策制定者需协同努力，将数字技术从单纯的娱乐工具或信息渠道，转化为社会情感能力发展

的支持性环境，在“数字赋能”与“情感丰盈”的双重目标下，推动教育数字化更好地服务

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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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Internet Media Exposure Affect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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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Report on Internet Use among Minors released by the China Youth 

& Children Research Center in November 2022, the number of underage internet users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with an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as high as 96.8%. Mass media, including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socialization and various abilities of 

adolescents; however, this pathway of influence has yet to receive sufficient academic attention. Based 

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ory,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other frameworks, this study employs 

survey data from PISA 2022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OLS regression, and Shapley value decomposition,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how 

internet media exposure affects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ternet media exposur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that the effect of school-level internet media infrastructure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family level.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provides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education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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